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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双语政策生成于种族多元的独特历史境域，在实践的过程中秉持语言平等宗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

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和谐共生中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成效，成为推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的

强大辅助性存在。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双语政策构建国家认同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塑造细化包容性教育设计、基于需要进行动态调整等方面，对我国双语政策和民族工作极具

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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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apore’s bilingual policy is generated in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8
http://www.hanspub.org


张丽芳 

 

 

DOI: 10.12677/ass.2021.104118 878 社会科学前沿 
 

process of practice, it constantly adjusts dynam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language 
equality. It has achieved great practical resul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has become a powerful auxiliary existence to promote ethnic identi-
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For half a century, Singapore’s bilingual policy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
ance to China’s bilingual policy and national work in terms of shap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haping and refining inclusive education design, and dynamically ad-
justing based o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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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认识主体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

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1]。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西方学者对其研究的起步较早，英

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2001)、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04)、菲利克斯·格罗斯(2003)以及曼纽

尔·卡斯特(2004)等人，从不同层面对国家认同问题作了深入论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也呈上升趋势，主要从国家认同的起源与内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等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李

成明(2018)、吕越(2018)、薛洁(2020)等学者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认同构建的问题，刘莹(2016)、
周少青(2017)等人则以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为案例对国家认同构建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双语政策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学习并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政策，是多民族国家应对多语共存现象的基

本策略。新加坡是学界双语研究的典型对象，自 1965 年独立建国后确定英语为共同语，把种族母语作为

第二语文并开展强制性双语学习，逐渐形成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状况。新加坡本国的著名

学者周清海(1998)、郭振羽(1985)、吴元华(2008)等人，在相关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双语政策及其实施成效

和客观问题。目前我国对新加坡双语政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双语政策的历史演变梳理、中新

双语政策比较分析等方面，在新加坡双语政策和国家认同的二者结合分析上，学界新近成果主要有王维

华(2017)、李文博(2019)等人的文章，但客观来说仍然相对匮乏。本文紧扣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制度

认同三个维度，从新加坡双语政策多元种族渊源、政策动态调整中及其实践成效等层面入手，发掘双语

政策推动国家认同构建的具体机制及其对我国的价值启示。 

2. 种族多元：新加坡双语政策生成的历史溯源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双语国家，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存在显著特殊性，即以国际语言为第一语文、以民

族母语为第二语文，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自身的多元种族历史和特殊语境下的政治利益

纷争。 

2.1. 种族历史构成双语政策建树的问题域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因而呈现为无强势主导性的多元种族和语言特征。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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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直不是拥有固定人口的定居地，1819 年被英属东印度公司购买后开始了被殖民化进程，移民才

大量涌入并形成新加坡的三大种族：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形成了英文、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四

大源流教育并存发展的教育传统。四大源流教育拥有各自不同的教育语言和培养体系，拥有不同的族群

归属和语言服务对象。在新加坡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大力推行英文教育，打压其他种族的母语教

育，因此虽然不同源流的教育共时并存，但它们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语言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

人才培养、种族矛盾、社会撕裂等许多现实问题。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时不得不严谨考虑国家的教育语言问题，因为无论单独以哪一种

族的语言作为国语，都将引起其他种族的不满，从而影响种族和谐和国家稳定。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

的双语政策有效化解了这一潜在威胁，它使得民众从种族性的局部认同逐渐转向建立在英语基础上的普

遍认同，这种认同超乎各族利益之上，统一的公共话语促进了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人们能首先承认

“我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承认“是华族人或马来人或印度族人”[2]。这样的语言政策有效减弱和化解

了新加坡种族矛盾，促进了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构建。 

2.2. 政治纷争造就双语政策的落地生根 

上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夹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博弈的中间，在动荡的东南亚政治关系中处

境维艰。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开始着手处理多元种族分化造成的族群分裂及暴力活动，

李光耀当选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开始推动马来文作为共同语、其它语言共存的双语政策，并在 1963
年与马来西亚合并，印尼对此坚决反对并持敌对态度。随着 1965 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种族关

系紧张和冲突更加频繁，国内的马来人顾虑独立后自身地位下降，从而对当局保持怀疑甚至对抗态度，

马来族与华族、与印度族以及印度族与华族之间互不信任，使得族群矛盾日益尖锐。再加上国外各种势

力的干涉，族群矛盾时刻有发展成族群斗争的危险，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团结和稳定。而基于殖民政府

在华文、马来文、印度文学校都强制推行过英文教育的历史经验，英语在当时可以被多元种族所共同接

受，这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选择英语为法定共同语言的原因。 
另一方面，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的高层多拥有深厚的英文教育背景，而新加坡的多语混杂局面给执

政党带来了沟通困难，开展竞选演讲等政治活动时往往受到语言的限制。当时林清祥等亲共人士则熟练

掌握了各种方言，在政治宣传上如鱼得水[3]。因此，人民行动党积极推动英语作为共同语，不仅在政治

上有利于各个族群团结，为新加坡创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在选举中争得了语言上的主动权，增

进了执政党与选民的直接互动，削弱党内的亲共势力并削弱反对党的民众基础，进而促进执政局面的稳

定和政治认同的增强。 

3. 文化认同：新加坡双语政策实施的平等与调整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即民众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于国家内部形象的建构形成统一且

清晰的认知。新加坡始终坚持教育平等、语言平等的宗旨，在语言实践中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反思，平

衡和发展英语和各种族母语的文化关系，从而促进构建国家认同。 

3.1. 语言平等是双语政策秉持的宗旨理念 

基于复杂的种族与政治背景，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平等原则在政治场域中的坚持和运用。人民行动

党在 1959 年选举大会上声明自身是一个主张平等的政党，并且要求各种族平等，以及各种族的教育和语

言平等[3]。在语言教育理念上，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教育平等看做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四

种语文源流学校的发展机会是绝对均等的，政府对要设立哪种语文源流学校，是完全视人民的需求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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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政府心目中，各种语言教育的价值是一样的，各种语文学校是完全平等的。”([4], pp. 54-55)在语

言教育实践中，新加坡政府始终强调四大语言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强制推行英语教育的同时，坚持

母语学校的教育培养和正常发展，并且根据后来母语发展势弱的情况，主动调低母语学习难度来保留母

语的使用和传承。可见，新加坡政府的双语教育政策始终贯彻了语言平等宗旨，关怀各民族母语的感情

和祖先文化的传承，尊重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坚持每种语言的存在价值，在避免语言霸权的前提下照

顾不同种族的文化情绪，在平等意义上促进了多元种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构建。 

3.2. 从华语运动看双语政策实践的动态调整 

新加坡双语政策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手段，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政府始终务实地照

顾民众的语言文化意愿，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思想，依据语言发展趋势弹性地调整政策。以英语

为主的双语政策在新加坡推行以后，政策在统一国家认同的同时，也直接造成了母语教育不足和种族文

化衰落的弊病。而要平衡好国家和各民族的利益，占总人口 75%的华人的文化诉求自然成为政府关注的

焦点。 
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民族特性和华人文化认同，新加坡政府 1979 年起开始大力推广华语运动，

保留九所华语特选中学，重视华语的教育和发展。具体来看，新加坡华语运动分两大阶段，1979~1989
年推行的华语运动偏重于用华语取代方言，使中国普通话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这对华族内部团结和社会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 年以来，政府适时调整华语政策，华语运动的对象转向不说华语的华人，运

动口号从“少讲方言”转为“认识文化”，以期达到华人讲华语、认同华族文化的目的。李光耀曾总结：

“没有任何政策像华文教育那样经过这么多次的调整与改革，自 1979 年以来，我们在教育制度上做了六

次检讨，其中四次直接针对华文科的教学改革。”[5] 1979 年教育体制变革和华语运动的推行、1999 年

和 2011 年《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中对华语政策的反思，都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华人群体和传统文化的

重视，华语运动与双语政策下华文教育相互配合，在实践中权衡和调整双语政策，动态协调各族利益和

文化诉求，实现了英语与母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良性平衡。 

4. 制度认同：新加坡双语政策实践的现实成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政府在共同语问题上并没有从某一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发展

的大局出发。以英语为共同语的双语政策不仅维护了种族平等与和谐，而且发挥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政治体制认同的强大辅助功用，在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不可比拟的现实成效。 

4.1. 经济社会进步是双语政策的目标指向 

新加坡双语政策对新加坡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帮助，助力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为了优化市场环境和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尝试面向西方

发达国家扩大开放，引入外资来带动经济发展，顺势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作为全民族

的共同用语。“只有英语才可以帮助新加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才是至关重

要的经济生存工具。”([4], p. 324)随着对英语的教育和使用，新加坡引入外资规模和对外交往范围不断

扩大，迅速跻身于现代化发达国家之列。另一方面，双语政策的实施还提高了国家教育质量，帮助培养

全能型人才。在强制英语学习的环境中，国民可以轻松地直接吸收丰富的国际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

科学文化知识，这有助于国家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在向第三产业的转型时期，英语

作为主要沟通语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新加坡走向国际化奠定基础。 
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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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也成为新加坡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相较于其他国家，双语教育的存在使新加坡

的商务沟通更为便利，尤其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后，新加坡大力投资和拓展中国市场，也引起了新加坡

对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的热潮。伴随 1979 年华语运动的开始，政府持续加强对华语的教育投资和支持力度，

逐渐使华语发展为第二语言，培养出大批精通英汉双语的国际型人才。与时俱进的双语政策适应了不同

时代的要求，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政治体制的认同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4.2. 政治体制认同是双语政策的题中之义 

政治体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双语政策一直是新加坡培养公民政治认同、

促进公民全面发展的措施之一，而公民全面发展与政治认同是双向互构的关系。首先，双语教育政策的

推行提高了新加坡基础教育和社会文化水平，居民的官方语言识字率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懂得

双语甚至多语，从而培养了国民全面发展的国际化视野。其次，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双语文化学习者，以

中立性语言作为法定行政语言，在此基础上学习掌握母语，有利于增加民众对各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培养互相理解、沟通融合的民族共情环境，同时有利于提高民众在国内外各种平台中的竞争力，在

求学深造、就业晋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促进了国民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沿着“价值实

现认同–教育政策认同–政治体制认同”的认同塑造逻辑，双语教育契合了民众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

求，达成民众对政府施策和国家治理的同意，在多元复杂社会中培养起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提高

民族融合度与社会和谐度。 

5. 双语教育政策推动国家认同构建的中国思考 

新加坡双语政策经过半世纪的变革调整，形成了契合本国发展需求的语言教育体系，并在政策实施

中不断生成和构建国家认同，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细化包容性教育设计、基于需要进行

动态调整等方面，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5.1. 认同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

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加强民

族团结的重大举措。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在差异与共识中坚持“多元一体”，是我国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习得与使用，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

具有了语言保障，也使各族人民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注重民族语言的传承与

发展，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有效避免“母语失语”的功能

性单语危机。 

共同语言是统一民族共同体的最基础因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备的文化素养。这就

要求少数民族同胞在掌握本民族特色语言的同时，不断加强汉语教育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我国自 2001
年起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从汉民族共同语升级为国家通用语言，同时

肯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二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

例如民汉合校教育的学校体制改革、汉语为主的教学用语变更、学前双语教育的大力发展等[6]，从教育

上搭建起民族交流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抓好民

族地区双语教育，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环境”[7]。通过双语教育系统地学习和推广民族团结

教育，强化语言教育中的国家认同构建，推动共同体意识深刻入融入双语教育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语

言文化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推动培养和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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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 

5.2. 因材施教：塑造细化包容的教育设计 

客观来说，新加坡民众从小学习掌握两门语言，这对思维转换还是日常运用都带来一定困难，为此

新加坡 1979 年开始实施“新教育体制”，秉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采取教育分流措施，根据学生的学习

能力、兴趣和态度，安排不同的语言学习课程，逐步使英语从强制性的教学科目变成首要性的第一语文，

但保留了将英文能力作为分流的主要标准。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分流是双语政策推行的产物，并且从小

学一直贯穿到大学，让学生按兴趣爱好接受适当的教育方式，使个人潜力在不同等级的教育环境中得到

充分培养，从而获取教育收益的最大化。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流教育体制，在各级考试发挥着分

流作用之后，通常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和成熟的培养体系[8]。民族双语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教

育模式，更应注重开展过程的因材施教，关注不同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心理要求，通过双语培养其语言素

质与文化视野，而不仅仅是升级遴选的工具。 
诚然，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与我国情况有着很大不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在注重主体素质不同而因材施教的同时，更应关注横向地域上

的因地制宜。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民族双语教

学中不能搞“一刀切”。各民族要从本地教育特点出发，依托在校学生课程，结合地方课程特点，加强

对双语教育规模和条件的建设保障，优化对双语教材与课程计划的设计研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对双语

教育体系的全面认知和革新，逐步形成契合各民族特色与需求的双语教育发展模式。 

5.3. 与时俱进：基于现实需要的动态调整 

在双语政策制定时，新加坡不仅考虑到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且照顾各民族的母语感情和传统文

化。新加坡 1987 年建立了“英语第一、母语第二”双语模式，此后多次发起了以华语为核心的改革，

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意志。在双语政策实施中，新加坡教育部经常进行检讨和反思，不断对教

学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革，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教育分流制度的调整。层层分流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发展

提供了充足多样的人才资源，但也造成了阶层流动固化、学生负担过重的弊端。21 世纪以来，新加

坡教育部逐渐减少考核、淡化考试，直至宣布将在 2021 年底前取消分流。正如李光耀曾指出，双语

政策是服务国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实用工具，政府需要对语言政策进行规划和定位，并依据需要进

行适当的调整([4], p. 325)。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自我反思的务实精神，这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启示，

即实用性是双语教育的关键。双语政策应基于现实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听取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各主

体反馈，时刻关注双语政策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作出动态调整，在培养方案、科目设置以

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寻求既合乎民族共同体需要又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双语教育方

案，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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